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基于教育准入视角的流动人口性别分工

龚钰涵，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　要：调整城市多层级教育准入政策不仅直接提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程度，而且

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劳动分工和家庭福利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匹配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

据和地级市宏观数据，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教育控人”政策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

配置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控人”政策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并且这

种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其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教育控人”政策

主要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两个渠道来影响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而子

女教育竞争和父母职业特征均会对“教育控人”政策强化家庭性别分工的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另

外，教育准入政策会影响劳动时间配置，从而进一步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的福利水平。文章以优化子

女教育准入政策为着力点，为流动人口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从而为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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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在区域间、城乡间大规模转移的情况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人

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 2010年约 2.2亿人增加至 2020年约 3.76亿人，流动参与率已

达 26.6%。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其对时间的投入，而时间是一种重要且

稀缺的资源。这些流动人口对各项劳动时间的最优配置关系到其家庭效用最大化和家庭福利

（Floro，1995）。此外，性别分工一直是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社会和学者关注

和研究的热点（罗楚亮等，2019）。基于相对资源、时间禀赋、性别观念等理论（韩中和王刚，

2020），传统性别分工普遍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和家庭私人领域，即男女劳动力在工作和家庭中

客观存在生产效率差异（Baker和 Jacobsen，2007），这造成了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不平等。如何

平衡流动人口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矛盾，从而缩小性别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发展？这是我国经济

社会快速变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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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劳动时间配置的决策受到家庭外部环境的多重制约（齐良书，2005）。流动人口可

能面对就业收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而家庭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促使

其调整自身劳动时间配置，从而相应地改变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流动人口持续增长可能带来

很多问题。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而流入地的非户籍儿童入学以及升学政策成

为影响流动家庭决策的重要因素（陶然等，2011）：一方面，子女教育门槛可能会增加流动家庭用

于择校费、课外辅导培训等方面的教育投资（刘利利和刘洪愧，2020），促使劳动力通过外出工作

获得收入报酬；另一方面，基于传统儒家观念（冯晨等，2019），教育限制也会要求家庭投入更多

时间陪伴子女，从而进行“隐性”教育投资（Adda等，2017；王伟同等，2021），这就需要家庭成员

通过增加家务劳动来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科学评估城市教育准入政策对劳动时间配置和家庭

性别分工的微观影响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

和谐稳定。

现阶段，尽管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劳动时间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较少文献从城市教育准

入政策的角度考虑其对流动人口及家庭的重要影响。劳动时间配置充分反映了个人及家庭福利

的最大化决策，通过研究教育准入政策与劳动时间配置的关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流动家庭的

子女教育对家庭经济行为的整体影响。另外，家庭时间资源在夫妻间的配置是考察社会性别平

等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下，教育准入政策是否会影响夫

妻在劳动时间方面的配置？其是否会加剧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而产生性别不平等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劳动供给问题和民生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以超大和特大城市“教育控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队列双重

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教育准入政策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本文研

究发现：第一，“教育控人”政策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并且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

程度有所差异。具体而言，“教育控人”政策会使男性工作时长每周平均增加约 7.93小时，女性

家务时长每周平均增加约 6.72 小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

式。第二，机制识别结果表明，“教育控人”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

料两个渠道来影响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并且其在不同适龄子女数量家庭中的作用渠道有

所差别。第三，异质性研究说明，子女教育竞争和父母职业特征均会对“教育控人”政策效应产

生影响。第四，教育准入政策会影响劳动时间的配置效应，这会进一步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的福

利水平。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及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文拓展了教育准

入政策效应的研究边界。已有研究较多从理论层面关注教育政策的现实背景、落实情况、社会

影响等定性分析（杨颖秀，2013；吴霓和朱富言，2014）或聚焦于教育准入对儿童留守（陈媛媛和

傅伟，2023）、子女适应（吕慈仙和王鲁刚，2017）、人口流动（吴贾和张俊森，2020）、家庭消费（张

锦华和陈博欧，2021）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但较少重视教育准入政策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的

影响。劳动时间配置是影响劳动力个人及其家庭福利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评估了教育准入政

策对流动家庭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不仅能丰富教育限制性政策效应的相关文献，而且为劳动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第二，从子女教育视角拓宽了劳动分工和家庭福利的原因研究。已有文献较多关注生育行

为（Angrist和 Evans，1998）、子女抚养（熊瑞祥和李辉文，2017）、老人赡养（陈璐等，2016）、代际

支持（邹红等，2018）等对劳动时间和家庭分工的影响。随着“个人迁移”模式向“举家迁移”模

式的转变，未成年人福利成为影响家庭福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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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女效用视角揭示个体劳动时间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决策机制，并沿着“教育准入、劳动分工

和家庭福利”的逻辑链条考察其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为制定福利均等化措施提供了微观证据，并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提供了参考。

第三，基于子女教育支出和“父母迁移”模式双重视角，深入挖掘“教育控人”政策在不同

适龄子女数量家庭中的作用渠道。既有研究关注“教育控人”政策对教育支出和子女留守问题

的作用机制（吴贾和张俊森，2020；陈媛媛和傅伟，2023），但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其作

为一种影响流动儿童的约束性政策，对于拥有不同适龄子女数量的流动家庭会产生的不同作

用。本文从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双重视角，在分析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受

“教育控人”政策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不同适龄子女数量的流动家庭所受影响的程度，这不仅有

助于理解教育准入对不同特征家庭造成的差异化政策冲击，也为政府优化“鼓励生育”政策提

供理论依据。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策略设计；第四

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异质性研究与进一步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教育准入政策与劳动时间配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简称《规划》）明确规定，要求“保障随迁子女以公

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以及“各地建立健全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

试的实施办法”，即同时解决流动儿童入学和升学两大问题。参考已有文献（Chen 和 Fu，2023；

陈媛媛和傅伟，2023），本文将城市教育准入政策的变迁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0年以前“户籍分割”的教育政策。1978年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规模迅速

扩大，在其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大多数城市为避免地

区教育预算的增加，施行主要服务于当地户籍儿童的教育准入政策（Chan 和 Buckingham，

2008）。非户籍儿童若想入读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较好的公办学校，可能需要缴纳借读费用、提

供多项证明文件等，即教育资源等公共福利的获取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

育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对于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发挥了重要作

用。2001 年北京公立学校接纳非京籍流动儿童的比例仅为 13%（韩嘉玲，2017），这表明对于外

出务工人员来说，如果其选择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只能接受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各类民办学

校的教育资源。

第二阶段是 2001 至 2013 年“两为主”的教育政策。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我国政府于 2001年出台《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以流入地区政

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简称“两为主”）。2012 年我国政府印发了《国务院关

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推行按照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人数拨付教育经费”（简称“两纳入”）。从此以后，在公办学校就读的

流动儿童数目逐渐上升。陈媛媛和傅伟（2023）研究发现，2014 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

有 77%、78%、41% 和 46% 的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报告也显

示，全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约为 1 249.7万，其中 79.5%就读于公办学校（徐晓新和张

秀兰，2016）。在实施“两为主”和“两纳入”政策后，流动人口更愿意将子女带在身边，从而保障

子女在完整的家庭环境下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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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 2014 年以来的“分类对待”教育政策。为减轻人口聚集带来的交通拥堵、就业

困难等问题，地方政府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开始采取包括外迁批发市场、拆除违章建筑、关停街边店铺

等多方位的人口调控政策，从而减轻人口聚集带来的问题。同时，《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还强调“特大城市和随迁子女特别集中的地方，可根

据实际制定随迁子女入学的具体办法”。为缓解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导致的拥挤问题，超大和

特大城市政府通过设置或提高非户籍儿童入读和升学门槛等方法来达到“教育控人”的目的。

Chen和 Fu（2023）研究发现，北京严格审核了非京籍儿童入学证明；上海调整了非沪籍儿童

入学条件，由之前只需“临时居住证”变成需父母一方有“居住证”或连续两年的“灵活就业

证”；广州和深圳提高入学积分要求，使得民办学校的竞争显著加剧；其他超大和特大城市同样

通过严格审核制度、提高入学条件、减少民办学校等方式来增加流动儿童入学难度。国家统计

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随迁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率虽然不断增加，但对于

500 万以上人口城市，随迁子女上学升学困难、就读费用高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王茹等（2023）、
陈媛媛等（2024）通过统计不同城市异地入学门槛和异地中考政策，发现教育准入与城市人口规

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关，相较于其他城市，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入学门槛、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异

地中考难度在持续上升。

为考察上述不同规模城市中教育准入政策的差异对城市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本

文利用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绘制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具体如

图 1 所示。在图 1 中，横轴为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规模，纵轴为各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劳动时

长，具体包括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实线代表有适龄儿童的流动家庭，虚线代表无适龄儿童的

流动家庭，竖线（x = 500）表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冲击

所产生的“教育控人”效应。从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可以看出，对于有适龄儿童的家庭，无论是

否面临政策冲击，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均显著高于无适龄儿童的家庭，而“入学难”“升学难”等

教育限制会造成城区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和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发生更大幅度增

长，显著高于城区人口 500万以下的其他城市。此外，由流动人口的家务时长可以看出，无论家

庭是否有适龄儿童，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超大和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家务时长均多于城区人

口 500 万以下的其他城市。在超大和特大城市，对于有适龄儿童的流动家庭来说，其家务时长

不仅显著高于无适龄儿童家庭，也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的流动家庭，但对于无适龄儿童的流动家

庭，其家务时长在不同规模城市中没有明显差异。
 
 

（a）工作时长 （b）家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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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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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规模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

　　　　　　　　　　注：数据来源于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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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面对城市“教育控人”政策时，流动人口会在自身当前收益和子女未来收益中进行权衡，

从而产生两种选择：将子女留守在户籍地和带子女随迁至流入地，具体如图 2所示。当父母无法

保障儿童与当地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或子女随迁成本高于预期时，为使子女接受完整教

育，流动人口被迫将其后代送回家乡。为方便监护并照顾子女生活，大多数父母会选择一方返

乡照料儿童，另一方外出赚钱养家（陈媛媛和傅伟，2023），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劳动分

工。当在城市就读的成本在父母可承受范围内时，为让子女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夫妻选择

进行教育投资。这一方面显著增加了借读费、择校费等儿童教育支出（吴贾和张俊森，2020），并

且在货币支出预算约束的条件下，需要流动人口投入更多工作时间进行弥补；另一方面，教育限

制也会使儿童感受到城乡公共资源的获取差异（吕慈仙和王鲁刚，2017），可能造成其产生主观

压力和心理问题。因此，父母需投入较多时间来陪伴子女，并对其进行辅导。综上所述，本文提

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教育控人”政策会增加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
 
 

“教育控人”
政策

子女留守
+

+

+ +

+

+

+
+

+
子女随迁

母亲返乡照料

儿童教育支出

儿童不公平感知

男性工作时长

平衡家庭收支

女性家务时长

男性工作时长

女性家务时长

性别分工

劳动时间配置

性别分工

图 2    “教育控人”政策与流动家庭性别分工的关系
 

劳动力是在一定预算约束下，分配工作、家务和闲暇之间的时间，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Killingsworth，1983）。当有报酬的工作时间的边际收益等于无报酬的家务时间的边际收益时，

家庭生产投入达到均衡状态。基于贝克尔的《家庭论》，家庭分工的格局是由男女性别在生理上

的差异造成的（Becker，1965；Becker等，1990），即在一个高效率的家庭中，由于男性和女性分别

在市场活动和家庭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男性往往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把时间主要分配于市场

活动，而女性会担起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职责，主要把时间分配于家庭活动（Antonovics

和 Town，2004；续继和黄娅娜，2018）。因此，当子女在面对“入学难”“升学难”等公共服务问题

时，父亲更可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来增加收入，而母亲增加家务时长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文

提出研究假说 2。

假说 2：“教育控人”政策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三、研究策略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 CLDS）。为系统评估教育准入政策对劳动力时间配置的影响，考虑

到问卷中劳动力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等关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16年 CLDS调查为考

察样本，该样本包括中国 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401个村中 14 226个家庭的 21 086

个劳动力个体。本文把 2016 年 CLDS 的微观数据库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进

龚钰涵、张锦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  159  •



行了匹配。以夫妻双方有一方离开户口所在地（非本县区户口）超过半年的流动家庭作为研究

对象，选出已婚的、有子女的和 15岁至 65岁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测度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包括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对于

流动人口工作时长，2016年 CLDS的个体问卷中具体询问了“2015年 1月以来，您是否工作过”

和“您目前或最近一份工作一般一周工作几小时”。另外，流动人口家务时长来源于个体问卷中

“上周你是否做过家务（如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房间、带小孩等）”和“家务劳动平均每天花

费您多长时间”。本文以上述关键数据为基础，分别整理了流动家庭中劳动力的工作时长和家

务时长进行实证研究，并且通过双侧 1%缩尾处理来减少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2.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教育控人”政策。具体而言，本文将《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中“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作为一项准自然

实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将城区常住人

口超过 500万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设置为 1，其他城市为 0。2014年，特大城市人口调控使

其采取提高流动儿童入读和升学门槛等辅助手段达到“教育控人”的目的，这对于面临小学入

学等教育门槛的适龄儿童的流动家庭存在显著影响。流动家庭中这一出生队列的儿童父母是本

文的重点关注人群，具体出生队列 post 定义及划分如表 1所示。“教育控人”政策的双重差分变

量为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和队列虚拟变量 post 的交互项。此识别策略与陈媛媛和傅伟（2023）、

Chen和 Fu（2023）、An等（2024）基本一致。
 
 

表 1    出生队列定义及划分

群组 出生年份 2014年时年龄 样本数

post = 1

小学入学 [2008,2010] [4,6] 599

1 293

3 563

“小升初” [2002,2004] [10,12] 449

异地中考 [1999,2001] [13,15] 408

post = 0
非适龄儿童

[2011,2014] [0,3] 779

2 270
[2005,2007] [7,9] 518

[1996,1998] [16,18] 549

2014年前无子女 1 179
 

3. 控制变量。为精准评估“教育控人”政策对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相关文献

方法，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具体包括移民年龄、移民教育年限、移民迁移时长、

家庭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支出等。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

分样本的绝对数值来看，男性样本的每周工作时长比女性样本大约多 6.9363小时，而女性样本

的每周家务时长比男性样本大约多 8.7342小时，表明劳动时间配置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此

外，总体样本中“教育控人”政策的双重差分变量的均值为 0.0605，说明约有 6.05%的流动家庭

样本受“教育控人”政策冲击，并且其在不同性别结构样本中的差异较小。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总体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工作时长 3 540 22.7285 1 752 26.2320 1 788 19.2957

家务时长 3 510 8.7225 1 740 4.3181 1 770 13.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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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儿童出生队列和个体流入城市两个维度的差异，基于横截面数据构建队列双重差

分模型（Coh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简称 Cohort DID），评估了“教育控人”政策对劳动时间配

置及家庭发展行为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hoursict = α+βDIDict +γcontroli+µc+λt +εict （1）

hoursict

DIDict

treatc postt treatc

postt controli

µc λt

εict

其中，i 表示移民个体，c 表示流入城市，t 表示出生队列；被解释变量 表示城市 c 中流动人

口 i 的劳动时间配置，包括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城市 c 中流动人口

i 出生于 t 年的子女在 2014年是否受到“教育控人”政策影响的双重差分变量，即政策虚拟变量

和队列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 为城市 c 是否实施“教育控人”的限制性政策，

为出生组群 t 的流动人口子女是否为面临政策冲击的适龄儿童； 代表一系列影响劳

动时间配置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 为移民流入城市的固定效应， 为子女出生

队列的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为避免同地区个体可能存在的截面间相关性问题，稳健标

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利用式（1）检验“教育控人”政策对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效应。其中，列（1）和列（2）为

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政策的双重差分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

控制其他因素后，“教育控人”政策总体上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假说 1得以

验证。根据回归结果，男性样本的双重差分系数均为正，但仅对工作时长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教育控人”政策对女性工作时长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对家务时长的作用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下，“教育控人”政策冲击在男

性和女性样本中是有差别的，即流动人口的家庭通过显著增加男性工作时长和女性家务时长来

缓解“教育控人”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假说 2得到证实。从经济意义上分析，“教育控人”政策冲

击分别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平均每周增加约 5.13和 4.49小时。具体分样本来看，

男性工作时长平均每周增加约 7.93 小时，女性家务时长平均每周增加约 6.72 小时，即“教育控

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性别分工。

续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总体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教育控人”政策 3 473 0.0605 1 723 0.0609 1 750 0.0600

移民年龄 3 563 44.9601 1 767 46.2168 1 796 43.7238

移民教育年限 3 557 9.3244 1 765 9.9178 1 792 8.7400

移民迁移时长 3 555 12.6588 1 761 11.6684 1 794 13.6310

家庭抚养比 3 561 0.1915 1 766 0.1919 1 795 0.1912

家庭人均收入 3 499 9.1619 1 735 9.1639 1 764 9.1600

家庭人均支出 3 482 8.9945 1 727 8.9948 1 755 8.9942
　　注：工作时长和家务时长为被访者平均每周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小时数；“教育控人”政策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treat和队列虚拟变

量post的交互项；家庭抚养比由15岁以下少儿和65岁以上老年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度量；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支出分别表示家庭

人均年收入和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的对数；为减少极端值的影响，连续变量均进行了双侧1%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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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总体样本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1）工作时长 （2）家务时长 （3）工作时长 （4）家务时长 （5）工作时长 （6）家务时长

“教育控人”政策
5.1268*** 4.4922*** 7.9252*** 1.6878 3.0099 6.7204***

（1.5831） （0.9984） （1.9995） （1.3131） （2.8959） （1.13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所在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出生队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 270 2 249 1 132 1 122 1 138 1 127

R2 0.1877 0.1316 0.2829 0.2241 0.2687 0.276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影响机制识别

mechict

β

本文进一步使用式（2）识别“教育控人”政策影响劳动时间配置的作用机理。在式（2）中，

代表匹配到城市 c 中流动人口 i 的机制变量，包括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

双重机制，系数 用于考察对应影响机制的效应，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mechict = α+βDIDict +γcontroli+µc+λt +εict （2）

子女入学门槛的高低会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为满足子女教育需求，父母会通过延长工作

时长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并以借读费等支出来缓解子女面临的教育政策限制问题，保障子女

受教育权利。表 4 列（1）至列（3）选择家庭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来探讨“教育控人”政

策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影响工作时长的作用机理。列（1）“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显

著为正，验证了“教育控人”政策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的潜在机制，表明现行教育制度可能会影响

流动家庭收支状况。列（2）和列（3）是根据流动家庭的适龄子女数目进行分组回归的分析。从结

果可以发现，若家庭中只有一个小孩面临入学升学门槛，则父母更可能将子女随迁至流入地，以

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显著拉高家庭教育支出（Lai 等，2014；李超等，

2018）。随着家庭适龄儿童数目增加，虽然城市优质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设施具有较大吸引力，但

过大的教育支出压力可能迫使父母将子女留在户籍地，从而减轻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负担。
 
 

表 4    影响机制识别

增加子女教育支出 迫使父母返乡照料

（1）
总体样本

（2）单个

适龄子女

（3）非单个

适龄子女

（4）
总体样本

（5）单个

适龄子女

（6）非单个

适龄子女

“教育控人”政策
0.1192*** 0.2523*** 0.0974** 1.5669** −0.5817 2.8669**

（0.0301） （0.0365） （0.0476） （0.7320） （0.4833） （1.39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所在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出生队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 275 966 1 309 1 381 463 674

（Pseudo）R2 0.2783 0.3496 0.4471 0.3599 0.3391 0.351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此外，子女入学条件也影响着父母的迁移模式。虽然父母会优先选择人均教育水平较高和

提供较好教育服务的城市，但这类城市也可能存在教育政策限制。父母将适龄儿童送回户籍地

接受教育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回乡照料。表 4列（4）至列（6）通过统计流动家庭中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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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户籍地和现居地的差异来度量父母是否至少有一方回乡照料子女，并采用 Logit 模型研究

“教育控人”政策通过迫使父母返乡照料来影响家务时长的作用机理。列（4）“教育控人”政策

变量的回归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教育控人”政策促使父母返乡照料的机

制。列（5）至列（6）进一步考虑单个和非单个适龄子女的流动家庭，分样本实证结果说明，与单

个适龄儿童的家庭相比，考虑到教育支出压力和人均成本，“多孩”家庭适龄子女被留守的概率

更大，这增加了父母返乡照料的可能性，影响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政府在出台鼓励生育

的相关政策时，也应通过改善就业、教育等多方面措施，实施医疗、服务等多项优惠性政策，营

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从而减轻家长抚养压力。

（三）稳健性分析①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处理选择偏误等内生性问题，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PSM-DID 模型检验、替换关键变量、变更计量模型、调整样本时期、剔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稳健

性分析后，基准结论仍然成立。

五、异质性研究与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研究

前文已经初步证实了“教育控人”政策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两个渠

道来影响不同数量适龄子女家庭中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男主

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

“教育控人”政策效应对于子女教育竞争和父母职业特征不同的个体是否会有异质性影

响？劳动时间配置作为影响劳动力个人以及其家庭福利的重要渠道，教育准入政策的冲击是否

会对流动家庭以及其成员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本节从“教育控人”政策对

不同儿童产生的教育竞争差异以及职业特征差异两个视角来讨论“教育控人”政策增加流动人

口劳动时间、强化流动家庭性别分工的异质性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析教育准入政

策在改变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和流动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后，其对流动家庭以及其成员福利水

平的影响。

1. 子女教育竞争的差异

差别化落户政策是基于不同规模城市作为划分标准设置的，故不同地区教育准入的政策可

能存在差异，即“教育控人”政策效果可能随着城市规模变化而有所不同。表 5分别以不同类型

城市作为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考察不同规模城市教育准入政策冲击的异质性

影响。列（1）至列（3）是以男性工作时长为被解释变量。列（1）和列（2）“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

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列（3）“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为正但不显著，即城区人口

500万以下的其他大中小城市放开了非户籍儿童入学条件，而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政策冲击却显

著增加了男性工作时长。其中，超大城市中的部分劳动力可能通过将子女留在户籍地的方式来

节省家庭教育开支，而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仍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较高的教育成本以及女性

因为照料子女造成的收入损失，从而平衡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故其系数更大。

列（4）至列（6）是以女性家务时长为被解释变量。列（4）和列（5）“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

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列（6）“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为负但不显著，同样说明城区人口

500 万以下的其他大中小城市确实不存在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而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教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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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策却显著增加了女性家务时长。相较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同样更有动力通过

家务劳动等“隐性支出”的方式来照顾家庭，从而缓解随迁子女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需要的成本

（Fast等，1999）。
  

表 5    城市规模的差异

男性工作时长 女性家务时长

（1） （2） （3） （4） （5） （6）

处理组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对照组 其他城市 大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 其他城市 大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

“教育控人”政策
7.2907*** 7.6373** 0.5881 5.2386*** 7.4659*** −1.3491

（2.6886） （2.9220） （1.6386） （1.6610） （1.0216） （1.24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所在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出生队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 132 1 061 962 1 127 1 073 973

R2 0.2771 0.2687 0.2636 0.2578 0.2753 0.268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按照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

市为大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
 

对于面临小学入学等不同阶段教育限制的适龄儿童，教育门槛同样也可能存在差异，即

“教育控人”政策效果可能随着教育阶段变化而有所不同（王伟同等，2021）。表 6分别以不同阶

段儿童作为队列虚拟变量 post 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考察“教育控人”政策对不同阶段儿童的异

质性影响。
  

表 6    子女教育阶段的差异

男性工作时长 女性家务时长

（1） （2） （3） （4） （5） （6）

处理组 小学入学 “小升初” 异地中考 小学入学 “小升初” 异地中考

对照组 其他儿童 其他儿童 其他儿童 其他儿童 其他儿童 其他儿童

“教育控人”政策
5.8328*** 4.8911 6.1438** 3.7809* 5.2463*** 2.9535***

（2.0440） （3.7128） （2.4331） （2.0854） （1.0003） （0.96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所在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出生队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 132 1 132 1 132 1 127 1 127 1 127

R2 0.2758 0.2742 0.2751 0.2553 0.2589 0.2519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列（1）至列（3）是以男性工作时长为被解释变量。列（1）和列（3）“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

归结果显著为正，列（2）“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由于小学和初中

均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满足小学入学条件的流动子女一般也能在流入地顺利从小学升入中学，

故“教育控人”政策对于“小升初”儿童父亲的工作时长影响不显著，但对于小学和高中入读儿

童的限制较大，政策冲击会显著地增加男性工作时长。

列（4）至列（6）是以女性家务时长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政策的双重差

分变量均显著为正，但是系数结果在不同教育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小升初”随迁子女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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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务时长受政策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在小学入学阶段，公共托养等市场照护机构以及祖

父祖母等长辈照料能够部分替代女性照顾子女的任务。因此，政策冲击对女性家务时长的影响

有所减小。随着父母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子女升学压力会使得女性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照

顾子女，而“初升高”相对于“小升初”学习难度更大，“小升初”阶段的学习内容可能比较简

单。因此，母亲不仅需要陪伴与照料子女的生活，而且可能要为子女的学业进行相关课程辅导

（梁文泉和钟瑞婷，2023）。
2. 父母职业特征的影响①

流动人口的就业市场层次和个体收入水平也会对家庭劳动分工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研究

了“教育控人”政策对不同职业特征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的作用，分别讨论了“教育控人”政

策对不同工作自主性的男性工作时长和女性家务时长的影响。工作自主性是使用 2016 年

CLDS个体问卷中“在您的工作中，以下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决定的？”进行评估，通过

被访者对工作任务的内容、工作进度的安排、工作量或工作强度等方面进行衡量，确定其是“完

全由他人决定”，还是“部分由自己决定”或是“完全由自己决定”，从而分别归类为弱工作自主

性、中工作自主性和强工作自主性，并进行分样本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对于工作自主性处于中、强层次的父亲来说，由于所处的就业市场层次较

高，更有能力灵活地安排自身劳动时间，即通过延长工作时长来弥补“教育控人”政策造成的教

育支出增加。而对于工作自主性较弱的父亲来说，其受“教育控人”政策的冲击并不显著，该类

群体较难缓解子女在流入城市面临的教育限制问题。对于女性群体来说，不管工作自主程度强

弱和就业市场层次高低，“教育控人”政策均会显著增加其家务时长。对于工作自主性较弱的母

亲，由于其通过工作弥补家用的可能性较小，其更愿意通过自身照料子女的方式减轻家庭负担，

故该类群体的家务时长受“教育控人”政策的影响更大。

同时，本文还分别讨论了“教育控人”政策对不同收入份额的男性工作时长和女性家务时

长的影响。2016 年 CLDS 中个体问卷统计了“您 2015 年各类收入总计是多少元”，家庭问卷统

计了“2015年全年，您家的总收入大概是多少元”。本文采用个体收入与家庭收入的比值计算个

体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份额，并使用三分位数将其划分为低收入份额、中收入份额和高收入份额

的子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政策会显著增加中高收入份额组的男性工作时长和低收入份

额组的女性家务时长，这表明不论是对于父亲还是母亲，个体收入占家庭收入份额越高，其受工

作收益激励的效果越强，越会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和减少家务时长的方式弥补家庭受子女教育政

策的影响（方颖等，2021）。因此，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家务时长在教育门槛较高的城市具有

一定替代性。

（二）进一步讨论：教育准入、劳动分工与家庭福利

bene f itict

β

劳动时间配置决策将直接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的福利水平（Floro，1995；张锦华和胡军辉，

2012）。为了说明“教育控人”政策对流动人口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

替换为多项福利指标，通过式（3）考察“教育控人”政策对家庭福利的后续影响。在式（3）中，
代表城市 c 中流动父母 i 的家庭福利，通过家庭经济状况、个体闲暇时间、生活幸福程

度、所处社会阶层等指标进行度量，系数 用于考察“教育控人”政策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其他变

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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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 f itict = α+βDIDict +γcontroli+µc+λt +εict （3）

本文研究了“教育控人”政策对家庭福利的后续影响。第一，以家庭经济状况为被解释变

量，具体使用家庭年收入与年消费支出之差除以家庭年收入进行度量。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

人”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表明“教育控人”政策虽能显著增加劳动力工作时长和家庭

总收入，但也提高了教育支出和家庭总消费水平。第二，以流动人口闲暇时间为被解释变量，将

时间分为工作、家务和闲暇时间三个部分，并将个体可支配时间扣除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

后的剩余部分表示个体的闲暇时间（胡军辉，2011）。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政策变量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教育控人”政策减少了劳动力的闲暇时间，降低了个体休闲娱乐时间和相关效

用水平。第三，以劳动力生活幸福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具体而言，通过对 2016 年 CLDS 个体问

卷中被访者关于“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的结果进行统计，从“非常不幸福”

到“非常幸福”划分为五类排序变量进行 Ordered Logit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政策会

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生活幸福等主观情感，引发一系列负面情绪（Afridi等，2015）。第四，以个

体所处社会阶层为被解释变量。具体而言，通过对 2016年 CLDS个体问卷中社会阶层问题的回

答结果进行统计，对社会阶层的排序变量进行 Ordered Logit 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教育控人”

政策会影响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产生相对较低层级的阶层认知感受，其在一定程度上

会弱化流动家庭的城市归属感，降低本地身份认同感（王春超和张呈磊，2017）。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和家庭性别分工不仅关系到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和家庭

成员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和谐稳定，对于缩小性别差距和促进社会公

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关注城市教育准入问题，利用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匹配

地级市宏观数据，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教育控人”政策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

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教育控人”政策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且对男性和女性

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具体而言，会使男性每周工作时长平均增加约 7.93 小时，女性每周家务

时长平均增加约 6.72 小时，这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第二，机制识别结果

表明，“教育控人”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两个渠道来影响流动

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并且其在不同数量适龄子女家庭中的作用渠道有所差别。第三，异质性

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教育阶段等子女教育竞争以及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等父母职业特征均会

对“教育控人”政策效应产生影响。第四，教育准入政策会影响劳动时间配置，这会进一步影响

家庭及其成员的福利水平。

本文的结论为理解我国流动人口的时间配置和流动家庭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因

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城市教育准入政策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户籍制度，通过放宽城市公立学校的准入门

槛、扶持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等方式，让流动人口享有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同等待遇，这是实现

教育资源公平的重要方式。解决非户籍儿童入学问题不仅有助于通过人力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来

平衡地区间劳动力供需缺口，缓解城市工资上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改善流

动人口后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解决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

第二，家庭内部时间配置不但直接影响家庭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家庭及其成员的

福利水平相关。本文研究认为，人口有序流动能弱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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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帮助女性提升自身素质，保障其劳动参与的权利，缩小劳动力之间的性别差距，从而推进社会

和谐稳定。

第三，各级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保障措施，积极推行工作弹性制度，从根本

上解决劳动力家庭与工作的矛盾。这不仅能让女性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和技能水平，提升其就

业竞争力，而且能解决已婚女性对于生育成本等问题的担忧，缓解劳动力供需问题，从而促进社

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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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amily Balance: Gender Division of Migrants
Based on Education Access

Gong Yuhan,  Zhang Jinhua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cale of migrants between inter-regions

and urban-rural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migrant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put of time factors, where the labor time allocation and family gender division are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tility maximization.

　　Meanwhile, the decision on the labor time allocation within a family is subject to multiple constrain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brought by the continu-

ous growth of migrants, education access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s the educational equity of migrant chil-

dren,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abor division and family welfare of migrants.

　　Focused on the urban education acces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hort DID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as-

ses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ccess policy on labor time allocation and family gender division of migrants, and

deeply explore its specific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 education control policy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ork and house-

work time of migrants, and the effect shows a certain degree of gender difference. Second, increasing educa-

tion expenditure of children and changing migration patterns of parents ar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time allocation effect of education control policy, and its effect channels in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school-age children are different. Third, th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and parents’ oc-

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 have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control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migrants’ family, and this effect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family welfare of migrant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deepest problem in the education access

policy i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llowing migrants to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equally is an im-

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 equity and education power. Seco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registration system to provide basic public services can promote the reasonable and or-

derly flow of population and build equal social gender awareness and culture. Thir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d-

justment of birth policy, governments need to improve labor and employment security measures, increase mar-

ket-oriented child care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work flexibility system, so as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o-

tenti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employment behavior of migrants.

Key words:  education access；  gender division；  education expenditure；  migration patterns；  family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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